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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规范争论研究述评
*

陈 拯 黄慧彬**

内容提要 规范争论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热

点。这既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议程的延伸,又受到近年世界政

治变局的推动。在理论方面,规范争论研究强调规范是包含内在矛

盾的过程性存在,而能动行为体间也不乏分歧纠葛,由此推动规范争

论与演进。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贯穿于规范形成发展,应用

执行与接受转化等过程中的各种政治辩论及竞争。规范争论既可能

削弱也可能强化规范,如何解释其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是当前研究

的焦点。规范争论研究打开了研究空间,推进了理论进步,但也存

在碎片化等问题。后续研究需要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呼应世界政

治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深入探讨争论策略选择等问题。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规范 规范争论 建构主义 规

范稳健性 争论策略

规范争论(norm
 

contestation)或称规范竞争(norm
 

competition)已成为国

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前沿理论热点。规范争论是世界政治行为体围绕国

际规范的含义与表述,规范的正当性与适用性,不同规范间的取舍排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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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规范具体应用的条件、范围及过程等所出现的分歧与竞争,在规范演进的

全过程都可能发生。① 各种形式的争论在规范演变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

要影响。相关研究试图探究规范争论的原因、表现及影响,回应大变局下秩

序变迁的现实挑战,给一度遭遇瓶颈的国际规范研究带来“别开生面”的
效果。

学界对规范争论研究的进展已有一些梳理,主要将之置于国际规范研究

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评估。② 本文试图更为系统地探讨国际规范争论议程本身

的进展和不足。文章首先从学理脉络与现实刺激两个方面揭示相关研究兴起

的动力,从规范自身矛盾与行为体分歧纠葛两个角度阐明规范争论研究的基

本理论主张。文章进而梳理针对规范演进不同阶段所出现争论的经验研究成

果,介绍围绕“规范争论如何影响规范稳健性”展开的学术争鸣。最后,建议后

续研究探索构建更为统一的理论论述,系统探究争论策略选择等问题,以期更

好地回应现实战略需求。

一、
  

规范争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规范争论研究的兴起既是学术探索逻辑的延伸,也是对世界政治大变局

的回应。建构主义学派一向致力于论证规范在世界政治中的构成性作用。学

者们在分析规范传播为何出现偏移与逆转等“反常”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规范争

论的重要性。同时,世界政治进入大变局时代,冷战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

秩序”深陷危机,各种行为体间不同形式的价值、身份与规则争论不断涌现,也
暴露了既有框架的缺陷,凸显了开展相关研究的必要性。两方面因素共同推

动规范争论成为学术焦点。

(一)
  

对规范传播异常的探究引出规范争论研究

规范争论议程的兴起首先是国际规范研究逻辑延展的结果。在国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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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9,
 

No.1,
 

2017,
 

pp.109-125.
吴文成:《从扩散到竞争:规范研究纲领的问题转换与理论进步》,《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第

27—39页;袁正清:《国际规范研究的演进逻辑及其未来面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3期,第
129—145页。



研究兴起之初,“规范生命周期”框架占据着纲领性地位。但是,这一框架很大

程度上将规范物化成了某种“被冻结”的社会事实,其中的单向线性思维与结

构偏见,以及对适当性逻辑的片面强调,窄化了建构主义的丰富内涵。① 随着

研究的推进,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解释规范传播中过程与结果的差异,注
意到不同行为体观念、话语和行动间的互动以及规范发展方向的逆转。② 这些

研究着力凸显了理念、话语和行为体的多元性,为规范争论研究做好了铺垫。
有关“规范生命周期”的经典论述并没有排除争论的存在,在规范兴起阶段就

涉及理念竞争与取舍的问题(不过集中在西方世界内部)。但一旦规范发展越

过“临界点”,辩论交锋便在这些模型中消失了。③ 存在争论被认为是规范发展

不成熟的表现或建立规范的障碍。不同理念和规范间的互动只有在传播扩散

遇到“麻烦”时才被考虑。④ 随着研究的焦点从论证规范的效用回到规范本身

的变化,争论的关键作用受到了注意。特别是在“规范本土转化”和“规范退

化”等被提出后,规范从生成到扩散到消亡的生命周期全程都被覆盖,已有议

程的创新空间更趋狭小,理论逻辑日显重复单调,需要拓展新的研究空间。⑤

在此背景下,关注差异与矛盾的规范争论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争论不再只

是规范扩散推广与接受内化过程中的小插曲,而被认为是规范演进的关键动

力。⑥ 规范争论对于规范演进研究的学术价值日益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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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政治现实变化刺激规范争论研究

规范争论议程的兴起也呼应了世界政治的现实变化。国际关系正进入动

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与法律之争。某种意义上,一度

流行的规范扩散文献以一种的微妙方式捕捉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占据主导,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向全球扩展的时代特征。① 规范的生成、扩散与内化表现为西

方对非西方的单向传授过程,不同行为体间表现为某种支配关系。② 这种情况

正在多方面受到巨大冲击。各种形式的价值与规范争论日益引人注目,成为

国际关系学者必须回应的问题。
首先是西方内部的秩序危机与身份冲突。各种形式的价值、理念和文化

矛盾层出不穷。自由主义规范在其核心区域一再受到侵蚀和挑战。一方面,
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到特朗普的退群外交,霸权国的修正主义行为不断

冲击既定秩序及其主导规范;③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内部族群与文化构成日趋

复杂,道德共识衰退,身份对立与价值冲突凸显。④ 诸如性少数群体、堕胎、移
民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造成新的政治对立。一方面,左翼学者指责规范扩散

中渗透着西方性别偏见和白人种族偏见;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跨国

网络兴起,就反欧盟、反贸易、反移民等议题与自由派全面对峙。跨国人口流

动,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不仅刺激了争论还造成了其国际化。反弹(back-
lash)已成为当今政治分析的热门词汇,反映了普遍存在的分歧乃至对抗。⑤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

趋均衡,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加速变革。⑥ 传统规范扩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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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7,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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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
 

No.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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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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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非西方行为体设定为被动“失语”的接受者。① 而今,非西方世界对于全球

治理的影响力上升,经常性地成为规范的主动倡导者和塑造者。② 全球意义上

的南方国家的道德和规则主张正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处理文化多元性已成为

世界政治秩序变迁的中心问题。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成为规范演进的关键动

力,也是正在兴起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关注点。③

此外,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议题与

政治行动空间,如互联网络、太空和极地等,进而衍生出全球性的政治竞争与

博弈。例如,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有了新拓展,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

序迫在眉睫,触发诸多价值和规范冲突,涉及基础规则的网络主权概念兴起,

如何界定其性质和范围成为争论焦点。同样,温室气体排放权益、外层空间、

海洋权益和极地资源等争夺日趋激烈,全球税收监管和反腐败合作等新议题

不断出现,这些领域尚没有形成被广为接受的规范。治理规则的构建和调整

有赖于社会正当性的塑造,各方也都在试图占据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其间

的规范争论过程日益引起了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④

综上,规范争论研究的兴起受到两方面变化的推动。在主流规范扩散研

究不断拓展并解决反常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规范演

进中的多元主体,关注规范倡导传播与接受应用中可能出现的纷争。同时,随
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规范的普遍传播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促使人们将注意力

转向对规范的抗拒与重塑,关注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日益增长的价值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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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① 学术探索的逻辑和政治现实的需要共同推动“规范争论”成为近年研

究的新热点。②

二、
 

作为规范演进动力的规范争论

规范争论与学者们打破规范扩散研究“对进步的目的论认识”,把握规范

演进复杂动态的努力密不可分。③ 一方面,规范争论研究强调规范是一种进程

性存在,其意义与合法性在争论中不时变动。④ 这些研究改变了规范具有单一

稳定意义的假定,指出规范的表层定义与实践意义(meaning-in-use)存在距

离,规范内部的模糊性与矛盾性是一种常态。⑤ 其中的模糊性和争议是规范

“流动”或“运动”的动力;⑥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更系统地关注各种主体在规范

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不同行为体对特定规范有着各自的理解和主张,这
也是一种常态。⑦ 规范在多元主体交锋的合力中不断演变。⑧ 规范争论及改变

可能发生在规范演进的全程。⑨

(一)
  

规范是具有内在复杂与矛盾性的过程性存在

在实践中,对于规范意义的社会理解经常是多样且不稳定的,不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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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尚才:《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1945年以后的航行自由规范》,《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

第38—73页。



理念与规则程序主张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① 规范之间以及规范内部的矛盾

是各种规范争论出现的基本原因。早在扩散研究占据主导时,一些学者已经

意识到不同理念和话语间的纠葛,注意到话语与实践中的争议,将之作为规范

演进的动力来源。② 有人将规范与基因进行类比,强调规范体系内不同规范间

的竞争对于规范演化的影响。③ 还有人强调规范自身内部的矛盾,指出规则不

可能涵盖所有的具体事件,规则普遍性和经验特殊性间的矛盾经常出现,刺激

行为体就规则的意义和应用展开政治争论,由此对规范进行修改,确定新的意

义和适用范围。④ 在这个意义上,矛盾与争论可说是规范体系或规范本身的固

有属性,是“变化的内在动力”。⑤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致力于构建规范作为过

程的话语分析视角,总结出规范变化“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动力。⑥ 其中,内
部动力来自规范本身在阐释与实践中的模糊性和矛盾,而外部动力则来自更

广阔的规范环境变化,特别是某一规范与其他规范的互动碰撞。⑦

作为规范争论研究的旗手,安特耶·维纳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议程对

于规范属性的一般认识。维纳区分了依赖规范意义稳定假设的主流行为主义

路径与她所主张的基于关系性和历史性的反思性方法。维纳强调,规范不是

客观真理与“天然”的法则,而是主观创造与保持的信念。行为体在接受和遵

从规范时具有“反思”的能动性。正因此,规范获得了“双重属性”。它们不仅

构成社会实践(和行为),而且还从中派生其意义,并根据解释的变化而改变意

义。⑧ 结果,规范“虽然在特定时期是稳定的,但根据定义,它们始终是灵活

的”。⑨ 这就放弃了规范是单一稳定实体的既有假定,而默认它们在解释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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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是带有争议性的。① 维纳将争论界定为一种社会行动,显著地体现为规范

传播与应用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存在和相互竞争。② 一方面,在规范传播中,行
为体对含义的认识理解与各自的文化实践联系在一起。当规范跨越社群边界

时,跨国文化语境差距导致对特定规范认识及态度的差异,构成了争论的重要

来源;另一方面,在那些更为抽象和一般化,接受范围更普遍,通常争议不大或

不明显的“基本原则”与那些更为具体,需要面对复杂与特殊情境,经常遭遇疑

问和挑战的“标准化程序”之间存在着“合法性差距”,这种不可避免的紧张关

系在具体行动中不断地引起争议,从而重新塑造国际规则和国家行为。③ 可以

说,“规范的效力是由行为体造就的”,其内容与表现往往随着争论而变化。④

规范争论研究关注规范之间以及规范内部的矛盾与模糊性,强调对规范

内涵、外延及具体应用中的不同理解与主张,以及不同规范之间的复杂纠葛,
将之作为规范演进的动力。此前的主流研究倾向于把规范视为单一静止性的

存在。虽然形式多种多样,但边界是固定的,含义是明确的,内容是一致的。
规范争论研究则强调其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规范既是“社会事实”又在“不
断受到质疑和重组”。⑤ 规范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稳定,以及不同规范之间的矛

盾,是争论出现的基本原因,也是规范演进的关键动力。⑥

(二)
  

多元主体间的矛盾分歧是规范争论的现实动力

同时,规范争论更加重视主体的多元性与能动性。规范内部与规范之间

所存在的各种矛盾纠葛是国际规范争论与演进的内生动力。它们除了限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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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也为主体的战略性行动和创造性实践提供了机会与资源。① 规范变迁从

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行为体的能动作为。② 国家的“社会实践”在维持和

再造规范意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③ 有着不同认知和诉求的行为体就哪种

价值、需求和规则应占据主导、如何具体落实某种规范、谁能够对于规范的解

释和实施占据主导等问题展开争论,进而在争论中推动具体规范与整个规范

集群的转变。④ 规范争论研究重视国际社会成员构成的多元性,特别是不同行

为体的背景知识、现实认知及目标诉求差异,将之作为争论的关键来源与动

力。⑤ 规范争论研究注意到了规范接受者与地方行为体的知识和能动性。⑥ 这

在经验研究中集中体现为对于规范演进中行为主体态度和行动的类型化区

分。⑦ 进而,规范争论研究重视行为体的具体行为选择,而后果性逻辑也被引

入其中。⑧ 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本地化理解与彼此争论,可以修正体系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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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范的意义在行为体的反复争论中发生调整,共识可能增强也可能消

散。① 争论是行为体施动性的重要表现,可以说“规范的质量是由行为体造就

的”。②

总之,规范争论研究强调,规范演进过程并非线性单向的兴起、传播、内
化,而是在规范内部、规范之间,以及各种行为体间各种纠葛的推动下充满着

碰撞交锋,进而出现方向上的波折反复与内容上的变动调整。既有研究忽略

了规范的模糊性与矛盾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特别是在规范形

成并制度化后依旧可能发生的纷争与变化。同时,不同行为体间就规范的含

义、规范的约束性,以及规范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具体应用等也可能有不同的

认识和诉求。规范进程的内外矛盾与行为体间的复杂纠葛构成了规范争论研

究的基本理论主张。矛盾与争论可能出现在规范演进的各个阶段。争论如何

展开,又如何影响到规范演化,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经验研究。

三、
 

规范演进各阶段中的规范争论表现

对于规范争论的经验研究已取得了明显成果。学者们结合具体问题领域

的经验事实,就规范争论的实践表现从不同角度进行展示。③ 首先,规范形成

和发展进程涉及对规范定义与内容的重大争论,某一规范的发展也会受到对

抗性或竞争性的倡导联盟的影响;其次,各种行为体有时会挑战和调整既有规

范的已有规定,也可能就规范的恰当性和适用性等问题出现争论;再次,规范

往往并不会被简单接受和内化,而是经历与本土理念的碰撞,刺激相关行为体

的权衡和取舍。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既有研究有效确立了规范争论研究的实

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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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e
 

Interactive
 

Translation
 

of
 

Global
 

Norms
 

in
 

Postconflict
 

Guate-
mal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1,
 

No.4,
 

2017,
 

p.776.
Antje

 

Wiener
 

and
 

Uwe
 

Puetter,
 

“The
 

Quality
 

of
 

Norms
 

Is
 

What
 

Actors
 

Make
 

of
 

It:
 

Critical
 

Con-
structivist

 

Research
 

on
 

Norms,”
 

pp.1-16.
Jeffrey

 

S.
 

Lanti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Norm
 

Contestation:
 

Structure
 

and
 

Outcomes,”
 

Ox-
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2017.



(一)
  

规范形成和发展过程往往经历争论

规范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包括由谁,在何

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如何制定规范细则等问题的争论。如前所述,在规范生

命周期模型提出时就已认识到了规范兴起过程中的政治争议。规范争论研究

进一步聚焦这些竞争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一些学者特别针对当前

世界政治中的变化,突出了西方世界内部“对抗性的倡导者”(rival
 

entrepre-
neurs)的存在,注重日益凸显的相关政治较量。① 例如,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教授克利福德·鲍勃(Clifford
 

Bob)展示了美国的福音派基督教团

体和枪支游说团体如何采纳框定和嫁接等作为反向倡导战略,破坏自由派所

推动的包容同性恋和强化枪支管制理念。② 这一研究对主流研究的片面乐观

叙事提出了强烈质疑。鲍勃尖锐地指出,“一个令人共鸣的框架就能让对手妥

协吗? 不,他们会掏出锤子,把它砸得粉碎……对手也不会向嫁接在既定原则

上的规范倡议低头。他们会拿出电锯,砍掉嫩芽,或者砍掉基干”。③ 在随后对

反定点清除(against
 

targeted
 

killing)规范的讨论中,鲍勃着重关注了对抗性的

跨国网络构建,指出各方围绕相关规范性质和意义的争论是一个持续的政治

较量过程。④

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规范保守者如何在新规范兴起的过程中采取各种手

段来维护现状,阻挠规范创新。⑤ 新兴规范的倡导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在早

前就得到了关注。例如,有学者将“保护的责任”辩论中的参与者分为“倡导

者”和“抵制者”,展示少数国家如何在多边平台要求重新谈判,推翻已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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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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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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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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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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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72-88.
Alan

 

Bloomfield
 

and
 

Shirley
 

V.
 

Scott,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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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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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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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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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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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beyo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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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Norm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13,
 

No.
2,

 

2012,
 

pp.123-134.



识。① 类似阻力被广泛认为是规范形成受阻乃至失败的原因。② 有学者进一步

将这些行为体类型化为“规范保守者”。“规范保守者”可能是个人,社会网络

或国家,他们试图通过利用制度惯性与现状优势,以各种可能方式来暗示改变

的高成本、无效率和不确定性,通过话语运作创造性地抵制变化,拒绝改变的

必要性,对规范的发展与实施进行战略性的阻挠。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抵制者

可能表示他们同意需要一个新规范,但对其内容或应用却有不同意见。③ 谈判

规则和国内政治等也可能为保守和抵制者提供机会及借口,采取拖延策略等

来克制规范发展势头。例如,在外层空间规则构建的争论中,美国就拒绝承认

某些问题的存在,同时拒绝谈判另一些已在议程上的事项。④ 一些国家在关于

废除核武器的辩论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⑤ 这类争论更多是为了避免先例

或规则形成。⑥

(二)
  

规范实践中存在对其适用性与有效性的争论

各种行为体经常对某些既有国际规范的具体规定和实际执行有着不同的

理解和偏好,可能会就这些规范应用到具体问题和政策案例时的有效性、合理

性,以及手段方式的选择等进行争论。⑦ 这类争论大都出现在规范地位大体确

立之后,通常发生在接受规范基本要求的行为者之间,主要围绕规范的约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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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89-318.
Alan

 

Bloomfield
 

and
 

Shirley
 

V.
 

Scott,
 

eds.,
 

Norm
 

Antipreneur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to
 

Global
 

Normative
 

Change.
Jeffrey

 

S.
 

Lantis,
 

“To
 

Boldly
 

Go
 

Where
 

No
 

Country
 

Has
 

Gone
 

Before:
 

U.S.
 

Norm
 

Anti-
preneurism

 

and
 

The
 

Weaponization
 

of
 

Outer
 

Space,”
 

in
 

Alan
 

Bloomfield
 

and
 

Shirley
 

V.
 

Scott,
 

eds.,
 

Norm
 

Antipreneur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to
 

Global
 

Normative
 

Change,
 

pp.19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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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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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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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pp.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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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Verdu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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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Resisters
 

to
 

Normative
 

Change
 

in
 

Post-Cri-
si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
 

Alan
 

Bloomfield
 

and
 

Shirley
 

V.
 

Scott,
 

eds.,
 

Norm
 

Antipreneur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to
 

Global
 

Normative
 

Change,
 

pp.140-158;
 

Clifford
 

Bob,
 

“Rival
 

Networks
 

and
 

the
 

Conflict
 

over
 

Assassination/Targeted
 

Killing,”
 

pp.72-88.
Nicole

 

Deitelhof
 

and
 

Lisbeth
 

Zimmermann,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How
 

Different
 

Types
 

of
 

Contestation
 

Affect
 

the
 

Robustnes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2,
 

No.1,
 

2020,
 

pp.51-76;
 

Nicole
 

Deitelhof
 

and
 

Lisbeth
 

Zimmermann,
 

“Norms
 

under
 

Challenge:
 

Unp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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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
namics

 

of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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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17.



围和执行过程展开。维纳的研究基本可被归入这一类。她尤其关注“基本规

范”(如保护公民和维护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与国际责任)、“标准化程序”或
实施这些价值规范的具体手段(如防止暴行的军事干预、对渔网尺寸规定的强

制执行等)之间所存在的合法性差别,与前者相比,后者更有可能出现争议。①

在她看来,相关方能够通过常态化与制度化辩论应对由合法性差距所产生的

矛盾,使规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而全球治理也将变得更加有效包容。② 这类

研究强调对目的与手段,以及规范正当性和规范适用性的区分。例如,不少研

究认为,至少就其外在表现而言,各国就“保护的责任”议题所进行的大多是应

用性质的的争论(如“保护的责任”是否适用于灾难救援),而非基本原则的

辩论。③

(三)
  

规范接受与本土化过程中不时出现争论

规范争论还表现在规范接受与内化时在地方层面所遇到的抵制和抗辩,
以及由之而来的选择性转化。④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规范扩散、内化和本土

化并不存在确定的标准模式,一些规范可能不会被“准确地”理解和“顺利地”
接受。⑤ 规范接受的过程往往涉及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竞争。规范的内化或

本土化可能经过接受方不同程度的筛选,同时还存在反馈效应。⑥ 争论对于规

范能否及如何被接受至关重要。它可能使行为体就规范的意义达成妥协和共

识,为规范赋予形式上的有效性,但争论同样可能导致规范被修正和过滤。⑦

早先的研究设计预设制度化等于遵守,结果“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难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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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陈拯:《说辞政治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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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
 

No.6,
 

2008,
 

pp.63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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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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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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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9,
 

No.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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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ia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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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Cont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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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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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Governance,
 

Vol.24,
 

No.3,
 

2018,
 

p.403.
Lucrecia

 

Garcia
 

Io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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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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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9,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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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度化水平相同的国家在如何发挥这些规范的作用方面可能表现出显著的

差异”。① 有学者对《罗马规约》等近十项国际法和规范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
现这些规则和规范不是简单地“嫁接”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中,而是在与“预先存

在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相结合后产生了不同含义。②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东盟

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的争论导致了对“保护的责任”的不同认知与行动。③

规范体系与规范内部存在着复杂纠葛和矛盾,不同行为体对规范也有不

同意见和诉求。规范竞争的普遍存在与重要意义成为学界的广泛共识。规范

在兴起倡导阶段就可能存在政治辩论和较量;甚而在规范形成后的扩散与执

行阶段,不同行为体对同一规范规则的解读和践行也不尽相同,争论还出现在

本土化的权衡转化过程中。规范争论发生在规范发展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些

争论都可能重塑规范。相关经验研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确立了规范争

论议程的重要性。

四、
 

规范争论对规范演进的影响

规范争论研究获得了学界广泛的重视,但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纲领,在
不少基本问题上存在不小的争议。这突出表现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中都存

在对于规范争论影响的不同看法。这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④ 一些学

者对规范争论效应的评估偏向消极。⑤ 他们认为,规范反映共有价值和知

识,约束政治权力,超越了特殊利益,与之相对,争论则为追求各自特殊利益

的行为者所驱动,其出现意味着各种“好”规范受到了“坏”威胁。规范争论

可能导致规范的侵蚀乃至“死亡”,是需要解决的“反常现象”。⑥ 与之争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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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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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专刊,本节讨论主要基于该专刊的文章展开。
Richard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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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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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4,
 

No.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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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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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ting
 

the
 

‘Fail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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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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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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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则是后结构和后殖民理论等批判学派的观点。它们将规范争论理解为一

种解放实践。强调规范不是完全中性或积极的经验,而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对

权力关系的表达与(再)生产。① 国际规范由西方向外传播的过程无处不体现

着权力规训。② 争论则释放了后殖民空间中那些被压制的最边缘化的声音。
他们于是将争论视为一种反抗和推翻霸权的斗争,是超越压迫,走向美好世界

的关键途径。③ 不过,在当前研究中居于主流的还是一种“多元性”理解,认为

争论是由背景知识差异,文化多样及价值多元驱动的,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竞争

实践,无法预设其“进步性”或“反动性”。④ 相比前两者,“多元性”认识恐怕更

为准确,毕竟并非所有规范都值得保留(比如种族隔离),也并非所有的抗拒都

意味着解放。
在实证研究中,学界当前并没有就争论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达成一致。

相关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将争论视为规

范削弱的原因和标志,争论意味着问题、挑战与阻力。⑤ 争论的发起者基本被

概念化为“挑战者”“修正者”或“阻挠者”。⑥ 但是,也不是所有争论都会导致规

范削弱。研究发现,不少规范反而在争论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⑦ 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争论实际上有助强化规范。争论可以促进参与和对话,有助于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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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澄清误解,或带来妥协与灵活性,帮助增强规范的正当性、显著性和效力。①

维纳是后一种意见的代表。② 她主张各方应以积极真诚的态度展开定期和常

态化的辩论,通过持续的对话协商填补“基本规范和标准化程序之间的合法性

差距”。③ 此外,争论使分歧具有可见性,有助于将之纳入有序解决的轨道。④

例如,有学者聚焦“保护的责任”发展过程中各种围绕适用范围的争论,指出它

们可以帮助澄清该理念,推进其发展和接受。⑤ 不过,维纳等人也承认,过多的

争论可能会激化冲突,特别是持续被质疑和忽视累积起来将造成规范正当性

与效力的削减。⑥

正在出现的共识是规范争论并不必然会削弱或强化规范。⑦ 接续规范演

进研究的整体脉络,当前研究致力于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为什么有时候争论导

致一些国际规范失去了影响力,而另一些国际规范则能保持稳健甚至在经历

争论后变得更加有效。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更准确地界定并测量规范的稳健

性。⑧ 实际上,对具体争论影响的评估也存在不同的判断。例如,一些研究者

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冲击大大削弱了反酷刑规范,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这一

051

《国际政治研究》
 

2023年
 

第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Jonas
 

Wolff
 

and
 

Lisbeth
 

Zimmermann,
 

“Between
 

Banyans
 

and
 

Battle
 

Scenes:
 

Liberal
 

Norms,
 

Con-
testation,

 

and
 

the
 

Limits
 

of
 

Critique,”
 

p.9;
 

Cecilia
 

Jacob,
 

“From
 

Norm
 

Contestation
 

to
 

Norm
 

Implementa-
tion:

 

Recursiv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392.
Antje

 

Wiener,
 

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
 

of
 

Politics,
 

p.31;
 

Antje
 

Wiener,
 

A
 

Theory
 

of
 

Contesta-
tion,

 

pp.1-2,
 

30;
 

Antje
 

Wiener,
 

“Contested
 

Compliance:
 

Interventions
 

on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
 

p.200.
Antje

 

Wiener,
 

A
 

Theory
 

of
 

Contestation,
 

p.19.
Antje

 

Wiener,
 

“Normative
 

Baggage
 

in
 

International
 

Encounters:
 

Contestation
 

All
 

the
 

Way,”
 

in
 

Ol-
iver

 

Kessler,
 

et
 

al.,
 

eds.,
 

On
 

Rules,
 

Politics,
 

and
 

Knowledge: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03.
Cristina

 

G.
 

Badescu
 

and
 

Thomas
 

G.
 

Weiss,
 

“Misrepresenting
 

R2P
 

and
 

Advancing
 

Norms:
 

An
 

Al-
ternative

 

Spir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11,
 

No.4,
 

2010,
 

pp.358-359.
Antje

 

Wiener,
 

A
 

Theory
 

of
 

Contestation,
 

p.59;
 

一些学者试图寻找“临界点”,但未见说服力的结

果,参见Ian
 

Clark,
 

Sebastian
 

Kaempf,
 

Christian
 

Reus-Smit,
 

and
 

Emily
 

Tannock,
 

“Crisis
 

in
 

the
 

Laws
 

of
 

War?
 

Beyond
 

Compliance
 

and
 

Effective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4,
 

No.2,
 

2018,
 

p.321。
Jonas

 

Wolff
 

and
 

Lisbeth
 

Zimmermann,
 

“Between
 

Banyans
 

and
 

Battle
 

Scenes:
 

Liberal
 

Norms,
 

Con-
testation,

 

and
 

the
 

Limits
 

of
 

Critique,”
 

pp.513-534;
 

Nicole
 

Deitelhof
 

and
 

Lisbeth
 

Zimmermann,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How
 

Different
 

Types
 

of
 

Contestation
 

Affect
 

the
 

Robustnes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pp.56-59;
 

Harald
 

Müller
 

and
 

Carmen
 

Wunderlich,
 

“Not
 

Lost
 

in
 

Contestation:
 

How
 

Norm
 

Entrepreneurs
 

Frame
 

Norm
 

Development
 

i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9,

 

No.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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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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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3.
 

有时候,出现争论本身并不能作为规范受损的表现,相反凸显

了其政策相关性与话语锚定作用。



规范依旧是稳健的。① 有人认为“保护的责任”因持续的争论而走向消亡,有人

则认为其地位因之得到了巩固。② 如何将“稳健性”概念操作化,学者们的做法

也不同。一些人关注行动实践,而另一些人则聚焦话语表达,更多的人则试图

综合这两个维度。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尼克尔·德特霍夫(Nicole
 

Dei-
telhoff)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莉斯贝丝·齐默尔曼(Lisbeth

 

Zimmermann)列
举了规范稳健性的四个维度及指标:对规范的认可(涉及国家和公众对规范合

法性的接受和对负责监督/执行规范的制度的合法性认可);对违反规范的反

应(包括话语上的和/或物质上的制裁);实践层面的遵守(符合规范的行为水

平)和实施层面的执行(将规范纳入政策文件、议定书、国际和区域组织的标

准,建立国内、区域和国际制度,以及纳入国内法的程度)。③

同时,各种争论的具体表现也千差万别,存在显著差异,很难一概而论。④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规范竞争形式进行类型化。就争论所涉对象而言,
维纳将不同规范分为基础规范、组织原则和标准化程序,它们的具体化与清晰

程度也有高低区分,引发争议的可能性及遇到争论时的稳健性也有差异。同

时,从争论方式看,规范争论可分为明显(通过争论、反对、质疑或审议等)的争

论和含蓄(忽视、否定或漠视等)的争论,或者表面反应式(reactive)争论和主动

深入型(proactive)争论。⑤ 就争论的靶向而言,规范争论主要又被分为正当性

争论和适用性争论,前者则旨在解决行为体想要坚持哪些规范的问题,而后者

试图澄清规范是否适用于特定情况以及在某个情况下需要采取何种行动。⑥

就争论的表现载体而言,可以分为话语争论和行为争论。⑦ 不少研究选择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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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切入口来分析争论,虽然很多时候“行动的作用要远大于言语”。① 就争论

如何影响规范稳健性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讨论。

(一)
  

规范挑战者的不同特征影响到规范稳健性

规范争论对于规范稳健性的影响同谁是规范挑战者与规范捍卫者(特别

是双方相对软硬实力的对比)有密切关系。不同行为体参与规范争论的机会、
资源、能力和动力是不同的。② 有关规范退化的一些研究提出,那些具有更大

(话语和物质)权力的行为体更有可能挑战规范,且他们的冲击相比其他群体

的质疑更容易破坏规范的稳健性。③ 理由不难理解。这些行为体通常不容易

受到外部制裁,较少需要他方合作,更容易承受不遵守规范的后果。④ 面对冲

击,其他行为体往往缺乏意愿与能力,也很难联合起来进行反制。因此,一些

学者预期受到美国或其他大国挑战的规范如反酷刑等将被削弱。⑤ 但是,其他

研究发现,不少受到这些国家抵制和冲击的规则和规范并没有经历深刻的衰

退,相反还表现出韧性。例如,反酷刑规范在美国及一些与之合作的国家那里

可能被削弱了,但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得到了加强。单纯依靠规范挑战者的力

量优势并不能解释规范争论的结果,包括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⑥ 在参与者维

度,另一个受到注意的因素是挑战者的广泛性,不仅涉及数量的多少,还包括

类型的多样化。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挑战来自不同类型行为者的联合,而非单

独个体或是特定群体,规范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相反,得到各类行为体的

广泛认可则有助于维护规范。⑦ 这些判断还有待进一步系统检验。同时,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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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许也有必要将“力量对比”更明确地放在具体情境(如规则平台)下加以

讨论。

(二)
  

规范嵌入性与法制化程度影响到规范稳健性

规范是否被制度化以及嵌入秩序规范体系的程度也影响到规范在面对争

议时的稳健性。社会规范构成一个文化体系。特定的规范(不对战俘施以酷

刑)往往被嵌入到某一国际法规则中(日内瓦条约),而这一规则又被嵌入到一

个更大的规范系统中(人道主义和人权规范),而后者又是国际法与国际社会

秩序的一部分,受到某些基础性和原则性规范的支撑。一些学者认为,某些特

定的价值捆绑和规范联系可能有助或阻碍规范挑战。① 还有学者指出,在具体

规范和秩序体系之间还存在着个中间层次,可以称为规范集群(norm
 

clus-
ters)。其中的规则相互加强,共同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而这个规范

集群的网络特征是规范争论和规范稳健性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② 当一个规

范是一个更广泛的制度的一部分时,它既支持其他制度规范,又为这些规范所

加强。③ 只要各方继续接受它们所嵌入的规范体系的有效性,相关规范就很难

被消灭或取代。这一命题得到了一些案例的支撑,但也有待继续检验。④

另一个相关命题是规范的制度化能增强稳健性。一般认为,制度限制了

可接受的反应(包括质疑)的范围,一个法制化了的规范可能更具权威性,更不

容易被质疑所削弱。⑤ 制度化的规则要求,无论是实践还是话语,都“约束”着
争论。⑥ 法制化特性在隔离挑战并使其非政治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⑦ 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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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机制框架内有序地展开争论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分歧。① 延续这种思路,
规范要求的精确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更多的明确性可能会减少程序性争论

和应用性争论。② 不过,明确性也可能有一个反面效应,它减少了回旋空间,更
难模糊处理,也就更不好变通和修复。③ 在现实中,一些高度制度化的规范显

示出持续的稳健性(如反化学武器规范),而另外一些规范的稳健性则有所下

降(如反酷刑规范)。如此看来,法制化恐怕是把双刃剑,需要综合考虑其两面

效应加以判断。这里还需要注意研究设计中的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毕竟

法制化程度高本身就说明了相关规范的高接受度,换言之这些规范原本就更

为稳健。法制化的独立效应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三)
  

规范争论的不同形式与指向影响到规范稳健性

规范争论过程本身有不同形式与指向。有学者区分了有关“保护的责任”
的程序性争论(围绕特定规范进行讨论与决策的适当论坛)与实质性争论(针
对规范的内容与恰当性)。④ 德特霍夫和齐默尔曼强调争论的不同指向可能导

致强化或是削弱规范的不同后果。他们认为,对规范的挑战有两种主要形式,
或质疑规范本身的适当性(validity),或质疑其具体应用是否合适。⑤ 其中,应
用性(或者说适用性)争论有助于澄清、界定在何种情况下应采取符合规范的

行动,从而扩展或加强一个规范。与之相反,适当性辩论直接挑战规范的核

心,质疑其价值正当性,批评规范本身的效力或合法性,更有可能降低规范的

稳健性,造成规范衰败。不过,两位学者也注意到,合法性争论并不会自动导

致规范侵蚀,而应用性争论也可能造成削弱规范的长期影响,同时还有其他因

素在发挥重要作用。⑥ 目前并没有充分的实证证据表明上述关系模式是普遍

及稳定的,还需要更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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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强化或弱化这二元区分,争论对规范的实际影响要更为复

杂,需要在具体过程中加以识别。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了规范争论中的框架和

主张这两个基本维度,强调二者的不同组合方式解释了规范竞争四种不同的

结果:规范澄清(norm
 

clarification)、规范承认(norm
 

recognition)、规范僵局

(norm
 

impasse)和规范忽视(norm
 

neglect)。当出现对框架和主张的一致意

见时,规范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清晰,疑问变小,规范澄清得以实现。规范僵局

则是规范澄清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国家继续对规范框架的范围应扩

大或是缩小(例如“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是否可以触发“自卫权”),或对哪种

规范框架更适用(例如公海自由与可持续渔业开发),以及对什么是正确的要

求产生分歧。在这种规范僵局下,针对规范的怀疑与不确定性将会持续存在。
当相关方认同规范框架,但对主张有不同意见时,就会出现规范承认,它意味

着对规范争论的部分解决。尽管各方在框架上有持续的分歧,但在行动主张

上存在一致时,就会发生规范忽视。此时尽管能够采取行动,但规范的不确定

性仍然存在,共识是暂时和有限的,最终可能导向规范僵局或规范澄清。这是

一个笼统但有意义的框架,值得后续结合更多实际案例加以探讨。①

总之,规范争论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焦点,但还没有得到明

确且被普遍接受的结论。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规范争论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加

强规范,取决于一系列具体条件。② 本文认为,更值得开拓的方向或许是超越

“争论削弱还是增强规范稳健性”的问题,更为全面地分析争论对于规范演进

的影响。即便是就稳健性而言,学者们恐怕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猜想,更细致

地处理各种“双刃剑”效应,具体阐明不同竞争类型增强或减少规范稳健性的

条件。还需要避免将不同意见理解为彼此对立和取代的关系。实际上,彼此

竞争的规范主张间也可能出现相互学习和互为补充的结果。③ 此外,争论参与

者的现实手段和真实目的往往并不对应。在很多情况下,相比直接质疑既定

规范的正当性,某些行为体更可能将应用性争论作为遏制规范扩散的策略,通
过限制使用或扩大例外来削弱规范。④ 同样的争论话语和行为在规范演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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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效果。争论会对规范演进产生怎样的影响,恐怕还得结

合具体情况,比如它发生在规范演进的哪个阶段来加以探讨。

五、
 

后续研究建议与展望

上述讨论总结了规范争论议程的核心主张和已有进展。其中已经涉及了

相关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与不足。回到前面提到的学术脉络和现实背

景,结合中国外交需要,本文建议规范争论研究后续集中处理三大挑战,进一

步拓展研究议程,分别是:整合规范效应与规范争论研究,构建统一研究框架;
打通理念话语同权力及制度变量的关系,更全面地分析规范争论中的策略选

择问题;回应规范争论和世界政治大变局的关联,思考如何在规范争论过程中

推进和平有序的秩序变迁。
 

(一)
  

整合规范效应与规范争论研究,探索构建统一理论框架

首先,相比此前由“规范生命周期”框架主导的时期,规范争论研究依然缺

乏统一的研究纲领,没有一致的理论预设和分析议程,更多围绕着具体案例或

局部问题展开,呈现出碎片化的迹象。争论是不同理念主张的碰撞冲突,还是

行为体驱动? 争论是因为对某一规范的不同理解,还是不同利益的政治较量?
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规范争论也没有清晰的边界,存在被泛化

之势。
规范争论研究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位置也有待厘清。规范

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规范争论研究更加强调将规范视为一

种进程,规范一方面是构建行为体身份与实践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另一方面也

为行为体通过社会实践的互动所建构。规范争论研究同时还强调行为体能动

性,将规范的生成、扩散、衰退都理解为各方行为体互相竞争的结果。争论成

为了规范的内在属性与自然现象。结果,规范争论研究的推进再次遇到了国

际关系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自主性难题,以及理念本体论与实证方法论间的

紧张。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如何将规范争论与既有的规范效应研究相整合的问

题。规范与观念不同。观念可以为个人持有,既可以有直接的行为意义,也可

能没有。规范则是一个社群对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观念,
一般带有行为意义。规范争论研究放弃了此前研究中“某个规范的意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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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一样”的隐含假定。① 规范不再被视作共有理解,相反强调其含义具

有内在争议和不稳定性,其意义取决于时间、空间和社会背景,在竞争动态中

不断生成。但是,“一个有争议的规范”这一表达本身就同强调共享性的主流

定义构成了矛盾。② 特别是就实证研究设计而言,把规范视作既定的存在可以

说是识别规范成立与否与作用大小的操作前提。③ 结果,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矛

盾提出了重要问题:规范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争议始终存在,如何区

分一个规范是否已成立? 在辨识规范有何效应的具体研究中,如何处理规范

含义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可以说,虽然规范争论已成为前沿热点,但并

不容易被整合进规范研究的已有理论框架。
因此,虽然规范争论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但仍然需要解决一些触及其理

论核心的深刻挑战。相关研究需要找到更完善的本体论论述与操作化定义,
更好维持规范作为国际关系核心分析概念的地位。规范争论研究尤其凸显了

稳定与变化,以及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建构主义本体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

方面,实践本体论与历史制度主义路径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思路。实践是连接

物质与意识,结构和能动性的纽带,这个“动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过程,使结构

得以稳定或发展,行动者得以复制或改变结构”。④ 规范的意义由实践所生成,
又为实践所复制、改变和加强。⑤ 在具体实证分析中,相关研究要注意与历史

制度主义等结合,关注时间维度,将规范争论问题放在具体历史脉络中加以处

理,重点考虑关键历史节点和路径依赖效应,包括借鉴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理论

逻辑,注重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在具体实践动态中处理相关问题。

(二)
  

深入探究规范争论中的行为体策略及互动过程

同时,既有研究目前仍集中于探讨规范争论为何出现以及它对规范演进

的影响。随着争论议题重要性的确立,下一步可以更多关注行为体在争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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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策略选择与互动交锋过程。在这个维度,需要进一步突破传统范式思

维的局限,打通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综合考虑权力政治、利益纠葛与制

度平台环境等与规范争论的交互影响,特别是充分注意“说辞逻辑”和“话语压

制”机制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规范争论的大多数讨论依然有明显的倾向性,包含一

定的意识形态预设。既有研究基本由建立在适当性逻辑基础下的“寻求和争

辩真理的逻辑”所主导,侧重行为体如何在沟通协商中判定并选择那些好的、
正确的标准,以及在既定情境下哪种规范更适用。① 他们虽然认识到主体间理

解的多样性乃至冲突性,却一定程度上预设了争论参与者的真诚意图和平等

地位,相信他们最终将乐于接受更好的论证以寻求理性共识。维纳等大多数

规范争论研究者都采取了类似的假定,虽然他们也认识到了不同主体间的差

异。②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围绕国际规范的多边讨论充满着各种机巧算计。③

有关规范建设、传播与践行的争论中,参与方的主导动机在很多情况下是自利

的。④ 话语沟通的过程并不一定真诚平和。⑤ 关注行为体之间“策略性的话语

实践与论辩互动”的“说辞理论”在不少情况下要更为切实。谈判是一定社会

情境下对合法性的争夺,往往只是参与者实现自身主张的渠道。⑥ 各方要实现

自身目的,借助的不是物质奖惩诱压,而是与声誉和形象考虑密切相关的社会

压力。⑦ 说辞逻辑在近年的建构主义研究中开始受到了注意,但还有进一步拓

展的空间。⑧ 同时,在话语互动过程中,一方除了通过说服赢得支持力量,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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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通过话语压制对手,迫使对方就范的话语压制机制。规范争论还是个交

互过程,需要全面考察规范挑战者和捍卫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具有的话语权

资源等,还要注意区分规范争论的表面说辞与行为体的真实意图。随着规范

争论在规范演进中重要性的确立,规范争论的策略选择与运作,包括争论平台

与相应的程序规则,以及持有不同立场和主张的行为体间的互动过程,应该成

为规范争论下一步探究的重点。① 这将有助于打开研究空间,拓展案例分析的

范围,强化其系统性,并更好地对接现实需要。

(三)
  

回应世界政治大变局,强化结合国家话语权战略需要的研究

在大国战略竞争和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规范争论及其对全球治理规

则塑造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规范争论与国际秩序整体变迁的关系如何,这在

现有文献中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考虑到大变局下世界政治权势转移与文

化多元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规范争论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规范争论研究不能再回避权力政治。② 应当承认,对权力变动在规范争论

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理解和理论化程度很低。③ 权力变动、制度竞争与秩序变

迁都涉及合法性争夺。争论不仅由理念分歧所驱动,还有各种政治势力借之

设计规则,塑造行动,影响分配。④ 既然思想和身份是权力关系的场所,规范争

论作为战略性社会建构的过程,其中的权力斗争是可以预料的。物质和话语

资源对比是影响规范争论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后续研究需要将权力因素放

在分析中更加显要的位置,更好地把握各种力量间的分化组合对规范争论及

秩序变迁的影响。⑤

在此基础上,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争论过程中克服权力斗争

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干扰,尽可能地推动和平有序的规范与秩序变迁。当前中

美竞争态势日益显现,中美两国间关于经济、安全、气候等各领域规范的竞争

受到关注,如政治领域中的主权与干涉规范的竞争、多边安全合作与同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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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经济领域中不同对外援助规范和发展理念的竞争等。① 如何在这些争论

过程中,一方面维护自身立场,实现和拓展自身的合理诉求,同时又避免激化

意识形态矛盾,牵连其他战略冲突,如何最终使后西方时代的国际规范具有更

强的包容性和共享性,是值得深入思索的问题。

结  语

规范争论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热点,同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政策意

义。本文对规范竞争研究进行梳理,并对后续研究思路提出建议。规范争论

研究聚焦国际规范演进中存在争议和挑战的可能性,将规范视为一种动态“进
程”而非静态“存在”,强调规范的内在矛盾与动态模糊性,同时重视主体能动

性,聚焦不同行为体围绕规范发展和应用所展开的较量。相关案例研究揭示

了贯穿于规范演进过程始终的争论,以及它们对规范发展的影响。争论对规

范稳健性的影响受制于规范挑战者和规范捍卫者的特征、争论行为本身的特

征以及规范的制度化和嵌入性程度等因素。相关理论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等定

性方法加以检验,因而结论覆盖性有限,尚没有形成确定的共识。
规范争论研究维持了规范研究的学术吸引力,拓展了经验研究的空间,激

活了建构主义的理论议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学界后续需要重新思

考规范研究的理论前提,引入实践论转向与历史制度主义思维,整合规范效应

与规范争论研究,探索构建贯通式的理论框架,同时要打通与权力及制度变量

的关系,更全面地分析规范争论中的策略选择问题,进而回应世界政治大变局

的挑战,思考如何通过有序的规范争论来推进和平的秩序变迁。中国已日益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加强对国际规范争论研究,对回应构建国际话语权等国家

战略需求,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创新、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等都有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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